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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义与个人志业：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缘起新探

周 励 恒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５０）

摘　要：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章太炎晚年创办的一个国学教育机构，也是其一生中规模最大的办学活动。

讲习会的创办受多种因素影响，过程也比较复杂。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唤起了章太炎保存国学的使命感，促使他

决定再度创办国学讲习会。最初，他与金天翮等人创办的苏州“国学会”合作，开展国学演讲，编辑国学刊物，但因

国学旨趣和教育目标的差异而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万元疗疾费，不是章氏国学讲习会创

办的缘起，但对章氏讲习会的开办确实产生了助推的作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章太炎学术独立个性的产物，

与当时国民政府的读经倡导无关。

关键词：章太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国学教育旨趣；办学资金；读经思潮

作者简介：周励恒（１９９１－）男，北京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７１－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０

既是学术大师又是政治家的章太炎，一生有数次影响较大的国学讲习，分别是１９０８年至１９１１年间在日
本东京的国学讲习；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在北京的国学讲习；１９２２年４月至６月在上海的国学讲习；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
年在苏州的国学讲习。这几次国学讲习，背景不同，特色亦各异①。其中，苏州这次是规模最大、最有规划的
一次，在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有关章氏学术的研究，对章氏苏州国
学讲习会关注较少，近年虽然引起重视，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②，但对于其创办缘起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
其中的史实，由于当事者后来的回忆多有舛误和歧异，让人更加感到扑朔迷离，因此，有专门探析之必要。
一、民族危机与章氏国学讲习使命感之再生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各种因素汇际的结果。民族危机的加剧，是章太炎的国学讲

习使命感再度被激发的首要因素。

１９２７年是章太炎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他的学术声望虽然也很高，但他的人生重心是从事政
治。然而自１９２７年，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学术上。１９２７年之后的数年，他在政治上比
较郁闷，在生活上比较清苦。原因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对他在政治上施以高压。护法运动失败后，章
太炎与孙中山等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他赞同和提倡联省自治，无形中与他过去所反对的军阀站在了一
边。１９２５年２月，他和十多个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了一个“辛亥同志俱乐部”，批评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
他对孙中山的批评在孙氏生前还能被容忍，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独裁政权日益形成，对章太炎动辄批评孙
中山不再宽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６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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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卞孝宣《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相关研究成果有夏骏《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田彤《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习会》
（《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张凯《文史分合：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国难之际的国学走向》（《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名“著名学阀”就是章太炎。此后章太炎很少有公开的政治活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招商局轮船公司股
东的新闻招待会上，章太炎又对孙中山作了批评，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图谋危害政府”的罪
名，议决通缉。经过两次通缉的威胁，章太炎基本不再发表政治言论了。虽然他“胸有不平”，忿心“遇事发
露，仍不能绝”，但在朋友、弟子的劝慰下，他也慢慢学会了隐忍，“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兼亦习禅”［１］７１２，把精
力用在了研究宋明理学及佛学方面。他蛰居上海，以读书打坐消磨时光。
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使“隐居”的章太炎再也不想容忍了。他打破沉默，开始在公开信中议论时

事，表达对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政策的不满。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的民族危机意识更加沉
重。这一时期，他热情讴歌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撰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
等，支持夫人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营救伤员。不久，他不顾年老，北上故都，会见张学良、吴佩孚等，敦促
张学良抗战，号召全国舆论向政府施压，出兵收复失地。北平的高校和文化界人士给予章太炎很高的礼遇，
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接待。他在北平各高校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讲演，如“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
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广论语骈枝”等。这些演讲，有关于政治的，
有纯学术性的，也有感怀时事谈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学风的。在《论今日切要之学》中，他认为，青年学子要用
心学习历史，注意体察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有救亡图存的自觉意识。“现在的青年，应当明
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
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假使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
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的，何地已被敌人侵占？问他都茫然不知回答的，比比
皆是。那末，国家的前途岂不危险吗”［２］９５－９６？“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
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巨，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２］９７。他对历史学重
要性的强调，反映了他的现实关怀。在这次北游南返途中，他经过青岛，又在青岛大学作了讲演，“对‘行己有
耻，博学于文’两句意义详加论述，尤对‘耻’字发挥意见颇多，引证亦多”［３］，指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
而不思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明显地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进行
抨击，表达自己的愤懑。
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他多次进行国学讲演，特别重视树立热爱本国文化的意识。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

对于本国文化，要“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至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灭
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２］１１０！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是“国之特性，不可
失坠”的，在外患孔亟的年代，更要着力研究。他还饱含深情地说：“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
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４］３７２历史与国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不重视：“史之有关于国本者至大。秦灭
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鲜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
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以后，炎
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然则居今而言复兴文化，舍注意读史外，其道奚由？”［２］１１０－１１１“夫人不读经书，则不
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２］１４９。“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２］１５０。“不讲历史，即
无以维持其国家”［２］１５２。章太炎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民族文化消
亡了，就谈不上民族的存在和自立。故每当国势陵夷的时刻，他总是试图从国学中找到民族复兴的种子。辛
亥革命时为了宣传排满，章太炎提倡研究“国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为了唤起国民的爱国心，抵抗日本侵略，
章太炎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他最钟爱也最熟悉的“国学”上。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忧心忡忡地对弟子说：
“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诚不敢望王仲淹，亦未至献太平策也。”［１］８９８可见，章
太炎传播国学的历史使命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再度产生并不断强烈起来。而北平几个月的观感，使他
对国学的将来更为忧虑。他对五四运动之后的学风也很不满，这在他以后的讲演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如他
说：“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
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１］１５３“近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
史书为账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５］。在章太炎看来，民
族危机如此深重，而学界问题又如此之多，拨乱反正，纠偏救弊，实在是义不容辞、刻不容缓。
二、国学旨趣和教育目标之差异与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另立
学会是章太炎最推崇的文科教育机构。他认为学会可以自由地研究学问而不受官方的监督。他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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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智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学校也就带几分学会的性质，方得有好结
果”。他把学校比作陂塘，学会比作外面的长江大河，只有经过长江大河的“展转灌输，陂塘才可以永久不
涸”［２］。１９３２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后感到北平虽“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但其国学教育却“薰
莸杂糅，不可讨理”。他当时就萌生了创办学会的想法，但因“事绪未就，复改辙而南，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
道，诚莫如学会便”［６］。此时，恰逢陈衍、金天翮、李根源、张一麐等人在苏州发起讲学，金天翮函请章太炎来
苏讲演，这与章太炎办学会以提振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章氏对苏州素有好感，说“其地盖范文正、顾宁人之
所生产也。今虽学不如古，士大夫犹循礼教，愈于佗俗。及夫博学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见”［６］。１９０１年他在
苏州的东吴大学任过教，１９２２年曾有迁居苏州的意愿，苏州对他来说可谓熟悉之地。因此对金天翮的邀请，
他欣然接受下来。这在苏州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９月１０日，章太炎还与金天翮、李根源等人组织“读
经会”［７］８４６。１９３３年１月，学会成立，定名为“国学会”，“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会隶之”［６］。章太炎对“国
学会”的讲学非常重视，虽然他住在上海，但两年内不辞辛苦赴苏州讲演“凡二十余次”［８］。国学会发行会刊
《国学商兑》，后改名为《国学论衡》［１］９１５，章氏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国学会开办初期，章太炎对会务十分热心，高度重视会刊的编辑工作，特意嘱咐弟子对刊物文章进行

磨勘。他在与潘景郑的信中说：“至磨勘《国学商兑》中经学小学文件，愿弟辈切勿辞谢。”“如论龟甲文，直以
《周易》出孔、墨后，谓为庄周所作。此等凭虚不根之论，虽今文学家亦不肯道，涂汗楮墨，甚矣”！并叮嘱此后
如有关于经学小学的文章，“足下可与戴镜澂（戴于《春秋》亦涉二传之见，然是有师法者）加以磨勘，如有此等
议论，必与芟蕹”，如果篇幅不够，“量附辞章诗词可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表达了对刊物文章质量的关切，
说：“言有秕稗，非徒损害学会之名，亦且贻误读者”。他认为现在学界的问题，在于“人人畔经蔑古”，如果无
人匡救这种弊病，“虽一人独醒，阿胶不能解黄河之浊也”，最后他希望“季海及戴镜澂勉力为之”［１］９１５。

１９３４年秋，章太炎一家由上海迁往苏州定居。然而到了这年冬天，章太炎却退出了国学会，另立章氏国
学讲习会，会址设在章氏寓所锦帆路五十号。在国学讲习会前特加“章氏”，以示与苏州国学会的区别。章太
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宣言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知当世无可为，讲学吴中三年矣！始曰
国学会，顷更冠以章氏之号，以地址有异，且所召集与会者，所从来亦不同也。”［５］章太炎另立门户，反映了他
与苏州国学会其他创办者的分歧。章氏的宣言，其实并未触及分歧，只是在谈到地址和召集人的变化时一笔
带过。沈延国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说：“自国学会成立，出版《国学商兑季刊》，后又改名《国学论衡》，亦请金
天翮主编。以诗人的风格，内容比较多方面采纳。以先生朴学眼光来批判，当然有许多缺点的。但主要是由
于宗旨不同，而因此使他们交谊渐渐淡薄，未免可惜。”而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立，又“使金天翮由‘淡’而‘不
欢’了”［９］３２８。沈延国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师，他与章、金二氏均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对章氏国学讲习会
的另立之原因讲得也比较模糊，但他说的“宗旨不同”，的确指出了分歧的根本。
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金天翮是著名诗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１８９８年与陈去病创办“雪耻学

会”，研究新学，并支持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他加入中国教育会，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人订
交，同年创刊《女界钟》，鼓吹女界革命，此外他还与曾朴合著谴责小说《孽海花》。金氏主要成就在诗文，曾提
出“诗界革命”。他的诗文独辟蹊径，内容广阔，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金氏治学注重理解国学典籍中
蕴含的情感，“读史书通观世变，文学宏其用，以诗文感世传心史，重内质而轻外美”［１０］。而章太炎则认为，小
学、经史等是国学的基本内容；研究国学，应强调其经世致用、保存国性的意义。他说：“今日不患不能著书，
而患不能力行，但求力行以成人，不在空言于作圣。”［１１］因此，在国学会会刊《国学论衡》的编辑倾向上，两人
就出现了分歧。《国学论衡》后来越发偏重文学，本来用于补白的诗词占据了《国学论衡》的相当的篇幅，经
学、小学、史学的内容被严重压缩。这引起了章太炎的极大不快。于是章太炎感到他“与国学会旨趣不合”。
章太炎是个性很强的人，旨趣不同也会引起章氏与其他人在一些具体事务处理中的不协调，乃至影响他们之
间的个人友情，对此似不必深论。
但章太炎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应该说还有一个他并不愿说出的原因，那就是教育目标的分歧。章太炎

办国学会，还是想延续他过去讲学的传统，培养一流的国学人才。他很早就注意到青年学生国学基础相较于
晚清时期有所退化。１９１４年他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时，写信给长婿龚宝铨感叹道：“近见后生之好学者，亦
无几人，远不逮日本留学生。以国人而治国学，其情又不如东人之笃好。”并流露出希望弟子传承和光大自己
学问的想法：“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１］５８７他晚年居住于上海、苏州，此时是他收徒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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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峰期。但他认为这时期所收的学生大多基础浅薄。他曾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提到“苏州新收弟子约十
余人，其中素有根底者凡二三人，余即未逮，幸其志尚坚，皆可与共学者也”［１］１５３。他念念不忘东京国学讲习
会的盛况。《钱玄同日记》１９３５年５月８日载：“晨接章师五月五日复信，肯写半农碑头。并言今所收学生根
底浅薄远不逮昔日东京之盛云。”［１２］１１０１章太炎对于晚年在苏州所收弟子，也寄予厚望，他说戴东原培养出段
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三位名弟子，自己虽然“岂敢妄希惠、戴”，然而对弟子所寄予的期望，“必不后于若膺等
三子也”；又说“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欿，于前修无负矣”［１］９１６。正因为章太炎将年轻学
者视为传承国学的希望所在，所以开办讲习会，造就学术接班人就成为了他的一项重要使命。而苏州国学会
的讲学大多是讲座式的，并不成系统，没有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固定地址，听讲者不固定，听众的水平
参差不齐。有一定基础，“振笔疾书自作记录的颇不乏人”；但也有人听不懂所讲内容，“散出会场时说不及
《三国志》《岳传》好听”［９］８６。靠这种讲座式的国学讲演很难培养出基础扎实、学有所成的国学人才，而国学
会又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没有严谨的讲学计划，只能举办一些面向大众、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的讲座，有系
统的国学训练无法实施，而且从《国学论衡》的编辑风格来看，该会还大有蜕变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可能①。这
与章太炎办学会的初衷有很大的差距。在培养国学人才方面，他与国学会分道扬镳恐怕是一种必然。
章太炎的锦帆路５０号寓所是一座洋楼，“面向朝南，东西两面，均有门出入。外表为一宅，内部系分成两

宅。后面迆北尚有一片空地，可以扩大”［９］８５，能够成为独立办学之场所。这座寓所的购置，为章太炎创办独
立学会，实现自己培养国学高端人才的教育目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要之，学术旨趣的差异，教育目标的不同，最终导致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另立。从苏州国学会中独立出来，

是章太炎晚年国学教育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三、“万元疗疾费”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加速开办
１９３５年３月底，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中央委员丁惟汾赠送给章太炎一万元疗疾费。章太炎将此费移作讲
习会用。关于“万元疗疾费”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关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亲历者的回忆差异很大。
概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章太炎在收到这笔款后为给这笔款找一个合理的用途，于是才开办了章氏
国学讲习会。另一种认为，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在前，而这笔款加速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招生进度。前一种
观点以沈延国、汤炳正为代表，后一种观点以汤国梨、任启圣为代表。
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一书的第九节，在叙述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的原因时说，章太炎留苏州静养，“政

府即送数万金，作养疴的费用。先生对于这分‘厚仪’，受呢？不受？与章夫人、门人商量后，以‘取诸政府，还
诸大众’的办法，遂决议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半月刊社’”［１３］８７。汤炳正在记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
会创办过程时写道：“丁惟汾与黄季刚到苏州问病，并致疗养费万元，先生力辞不受。门人或劝先生移此款以
办学会；先生亦允诺，以为如此则‘庶几人己两适’。这就是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缘起。”［１４］

汤国梨回忆称，丁惟汾来苏前，黄侃曾深夜造访章宅，告知她“日内有人来苏和老师联系，希望届时勿拒
人太甚，使人难堪”。两三天后，丁惟汾来访，留下一封信，“内有寥寥数语的信笺一纸，另外有一万元支票”，
因丁惟汾在时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所以章氏对如何处理这张支票感到“颇为踌躇”。汤国梨认为“在章氏国学
讲习会就学者，当时虽仅有五百多人，但讲学会除延聘讲师外，供应就学膳宿以及其他杂费，并不简单。因此
所收学费，也比当时一般大专院校为高。而就学者的经济情况不同，也有不少经济困难的”，于是就将这一万
元充作讲学会的助学金，“对就学者的一切费用，全都免费”，太炎也认为“这个办法甚好”，遂在苏州、上海等
地报刊“登载广告，扩大宣传，为清寒学子解决一些困难”［９］８７。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一
文说章太炎曾在协和医院治疗鼻疾，“蒋介石闻之赠与现金三万元，先生不受。居正、张继等人乃改用中央党
部名义赠之，谓先生为同盟会创始人，与后来改组之国民党有关，此为敬老计，非蒋氏一人之私，左右亦劝先
生以此项赠金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得款后因经费充裕，讲习会得以营建讲堂，“原拟每人每季收学费
二十四元，至此则完全无需收费，已缴者照数退还”［９］３５４。
以上的说法，彼此之间有歧异，他们中汤国梨是“万元疗疾费”的经手人，而其他三位恐怕并非见证者。

沈延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课后被聘为讲师，并参与讲习会的管理；汤炳正是开课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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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任启圣是开课后讲习会的正式学员。然而即使是经手人，由于事过多年，所作的回忆也难免失实。因此，
从当时的第一手资料理清这个史实，是很必要的。
据当事人黄侃的日记，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８日，丁惟汾（字鼎丞）来找黄侃商议如何将“疗疾费”送给太炎：“言

党中以菿汉师病，赠洋万元，令其致送。与予商赠法，久之，定从予往亲馈，以今日行。旋决以明日
行。”［１５］下册１０６３次日“四时后，挈田、祥、慈三子，偕鼎丞（又其一戚）赴苏，九时余到，寓阊门惠中旅馆”［１５］下册１０６３。
到苏州后黄侃“即入城视太炎师，乃无病称病耳。出城已深夜”［１５］下册１０６３。当时从南京开往苏州的火车往往
夜间九点多钟到站［１６］６２５，６４７，到章宅时间已晚。这天日记所载与汤国梨关于黄侃深夜到访的回忆基本吻合，
黄氏很有可能在深夜向章太炎夫妇预告了丁惟汾的来访。然而丁氏来访时间却不是汤国梨回忆的两三天
后，而是次日。据《黄侃日记》１９３５年３月３０日条，当日“午与鼎丞入城，以中央党部赠章君一万元发票，手
交之。午饭有张仲仁、陈石遗作陪。晡与章君、鼎翁游狮子林。旭初亦至，遂同游怡园而返，宿章
家”［１５］下册１０６３。日记显示丁惟汾并没有故意将支票暗中留在章宅，而是当着众人的面郑重其事地赠给太炎，
章氏当天兴致颇高，中午设宴款待，请张仲仁、陈衍作陪，下午还与黄侃、丁惟汾同游狮子林［１５］下册１０６３，而且第
二天还写信对中央党部表示感谢［１５］下册１０６３，气氛似乎并不像汤国梨、汤炳正、沈延国、任启圣回忆的那样紧张
和尴尬。
当然，章太炎并非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一万元作为自己的医疗费或用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很快就做出

将此款用于讲学的决定。这从章太炎给王宏先的一封信即可证实。因为该信重要，兹全引如下：“宏先仁弟
足下：舍后建筑纠纷，得足下与一峰为之斡旋，近已完全解决。仆前本欲赴南都讲演，而协和、觉生诸公，猝欲
以高等顾问相催毂，心有未安，已属印泉婉辞。亦会鼻菌作衄，不能成行。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致中央问疾
之意，且以医药见惠，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亦不复强辞；然无功受贶，终有不安。因去腊已在此间
发起讲习会，即以此款移用，庶几人己两适耳。龚君哲甫嘱作一联，已为写好，今属心可带致，即希转交。仆
来京日期尚未定，因天时又暴寒也。书此，即问起居多福。章炳麟顿首，二十四年四月五日。”［１］８０４

这封信的落款可以证明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丁惟汾送来支票不过几天，故其所反映的有关史实比较准
确。该信透露出来的信息还有，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确实在笼络章太炎，又是给“高等顾问”的头衔，又是送
钱。而且送钱是让最心爱的弟子偕老朋友来送，致使太炎在接受此款方面非常矛盾。大概为这一万元钱，章
太炎与汤国梨也讨论过多次，故给她留下“颇为踌躇”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国梨对当时情形的回忆是
比较准确的。将此款用于学会之用，“庶几人己两适”，说明章太炎还是自觉地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保持一定的
距离的，坚持自己一向独立的人格。这封信还证明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确实是在１９３４年冬季成立的。这些第
一手资料说明，沈延国和汤炳正的说法———由“万元疗疾费”导致章氏国学会的开设是不准确的。
不久，章太炎在《申报》发布启事云：“余前因诸生有志国学者推属讲演，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以事体重

大，经费不充，未能骤举。顷因小恙，得中央同人馈赠医药费，正堪移用，讲学会开办始有端倪。”此后，讲习活
动也随之开始［１７］。章氏计划“先举行星期六之讲演及星期日之读经会，自四月下旬起至暑假时止。地点皆
暂就敝寓苏州锦帆路五十号”，正式的讲习会则预备“俟暑假后举行”［１７］。在四月下旬至暑假结束这段时间
里，讲习会的讲堂宿舍等设施开始建造。在暑假期间，为满足学子们的求知欲望，章太炎开设了“暑期讲习
会”［７］８５８，并欢迎学子向其“执经问难”［１］９５５。可见，“万元疗疾费”并不是章太炎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起因，
而是有力支持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正式开办。
在获得中央党部赠款之后，章氏国学讲习会虽经济上有所宽裕，但因校舍建设投入较大，仍计划收取学

费以维持学校运营，只是在收到其他赞助人捐款后才对学费予以减免。《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中最初规定
听讲费分三种缴纳：甲、付清半年者二十元；乙、付清一年者三十六元；丙、付清二年者六十四元；宿费每月一
元，杂费仆费一元［１８］。开学前又有通告曰：“本会顷承赞助人捐款约二三千元，略足供会员四十人听讲费二
年。今特设免费听讲额四十名，以尽先执名者充当，额满照章收费。”［１９］这则通告带有广告的特点，即吸引有
志于国学者尽快报名。这则通告很清楚地表明，中央党部赠款其实并没有像汤国梨、任启圣回忆的那样被直
接用来减免所有学员的“一切费用”或“学费”，减免的是部分报名较早的学员的“听讲费”。减免部分名额的
听讲费是因为另有人捐款，与此前的“万元疗疾费”无涉。
四、余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读经思潮没有关系
１９３０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尊孔读经的号召，一时期兴起了读经的思潮。首先是湖南、广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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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派对推行传统的经籍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１９３４年２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恢复祭祀孔子
的典礼，号召全国尊孔读经。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向受训军官讲“大学之道”。戴季陶也在
同年１０月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认为“读经，实为急宜注意之问题……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２０］。读
经号召引起了社会上的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很多。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教育杂志》还在１９３５年
５月出版“读经问题专号”，就时下热议的读经问题征集各方意见，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恰在这一时期，
章氏在其“星期讲习会”上发表了“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及针对傅斯年、胡适反对读经言论进行批评的演
讲———“再释读经之异议”。
那么，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强调读经的重要性，是否与这一时期的读经思潮有关呢？或者说是

对这一思潮的响应？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所提出的主张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并没有当时读经思潮的时代痕迹。

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对儒家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转变。由对孔子的批评，撰写《订孔》，到《检论》时删除该
篇，增加一些称赞儒学的篇目即可说明这一点。苏州国学会初期，他发表《“经义”与“治事”》《〈儒行〉要旨》
《〈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等演讲，论述的都是经学对修己治世的价值和意义。《论读
经有利而无弊》是此前他经学观点的延续，即论述读经的重要性。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用了夸张的修辞方式，
开篇就发论：“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接着从三方面层层深入地进行论证：一、论经学之利；二、论读经
无顽固之弊；三、论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在谈经学之利时，更是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论述：“经
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覆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特别是在民族危难的形势
下，读经尤其不可废：“且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
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亡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
矣。”［４］１４１章太炎的国学使命感本是由民族危机而被激发，他讲国学、办学会，无不是因此而来。该文从民族
主义的角度论述读经的益处，正是他固有观点的再度强化。
其次，《再释读经之异议》对傅斯年、胡适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经学观而论，与他们批评读经思潮无

关。国民党政府倡导读经，掀起读经思潮后，傅斯年、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傅
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论学校读经》，对主张学校读经进行批评，并用历史事实进行论证。如他说：“中国历史
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２１］３７２傅文发表之后，
胡适马上在《独立评论》第１４６号上进行了转载，并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其进行声援。胡适说：“在
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２２］３９１他的理由就是傅斯年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
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他奉王国维为近代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新经学大师，以王国维所说经学难读的言
论作为根据。无论是傅斯年的读经无益论，还是胡适的没有资格读经论，本质上都是反对读经。对傅斯年、
胡适的文章，章太炎发表《再释读经之异议》予以批驳。傅斯年、胡适的文章是针对读经思潮而写的，章太炎
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从形式逻辑上似乎可以得出章氏是在为读经思潮进行辩护的结论。但实际上并非
如此。章太炎驳斥的是他们立论的具体观点以及他们反对读经的主张。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在读经思潮甚
嚣尘上的三十年代，章太炎对他们文章中的说法也会进行驳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王国维奉为经学大
师，用王国维的话说明六经在专门家那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对章太炎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
傅斯年、胡适举出的事例和抬高王国维在经学上的地位，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读经思潮，也有故意讥讽
和激怒章太炎这样的经学大家之嫌。章氏对他们进行反唇相讥是很自然的，与当时的读经思潮没有关系。
第三，章氏开办国学讲习会与读经思潮的目的毫无共同之处。章太炎开办国学讲习会的目的已如上文

所论，即培养国学人才，从文化上拯救民族危机。而三十年代国民党倡导的读经活动，意在用经书论证自己
政权的合法性，用经书统一思想以加强其集权统治，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和运用。因此，尽管两者都主张读经，但目的是不同的。
第四，章氏自觉坚持自己学术主张的独立性，对政府的读经倡议没有予以任何附和。章太炎主张读经的

演讲，与他强调读史的演讲一样，都是在学术的范畴内，从未提到政府的倡议。尽管“党内的报纸也盛赞他的
读经主张了”［２３］，但他从来没有主动附和政府。即使南京国民政府笼络他，以“高等顾问”、“国史馆馆长”相
引诱，乃至赠送“万元疗疾费”，他都不为所动，依然有意识地与政府保持距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１９３５
年５月进行的读经问题讨论，是对政府倡导的读经思潮的响应，当时一些老学者、经学家如唐文治、姚永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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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爵、邓实等都发表了意见，但章太炎没有任何表示，他没有参加与政府倡导读经有关的活动。
上述四点可见，章太炎开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他学术工作独立个性的产物，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

民党政府倡导的读经活动没有关联。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４年冬成立，１９３５年春夏举行“星期讲习会”、“读经会”、“暑期讲习会”。１９３５

年秋正式开班招生。章太炎亲自登台授课，直至１９３６年６月病重。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进
行。１９３７年８月，苏州受到日军威胁，讲习会停办。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太炎文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章氏国学
讲习会在抗战时期的延续，但由于环境恶劣，经费缺乏，最终不得不于１９４０年６月落下帷幕。章氏国学讲习
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也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它是民国时期国学教育的
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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